在民族复兴中实现中国梦
田国强
4月27日，我应邀参加了“我的中国梦”——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座谈会。会上，源潮部长对中国梦的特质做了很好的解读，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写下自己的中国梦。这是一个触动内心深处，让人感动、心潮澎湃、感想万千和心情激荡的话题。虽说我在美国留学、从教20多年，对于所谓的美国梦我从未挂怀，心中涌动的依然是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这种家国情怀是永远无法磨灭的。
作为一个1950年代生人，我身上有着这个年代的一些特殊烙印。父辈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对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有着来之不易的珍惜；下乡当过知青，对中国最底层的农村、农民、农业和积贫积弱的现实有着亲身的体验；经历过十年动荡和改革开放新旧对比，对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强大更加渴求。知识分子的道统、父辈家庭的熏陶、师长的教诲、个人成长的际遇，使得自己一直非常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拐点，她所产生的威力，像腾空的火箭，一举扭转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衰颓之势，使中国重新走向了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在国家改革发展的历史大潮中，个人的命运也随之转变。我个人是受惠于小平同志关于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政策而于1983年公派自费出国留学的。
我还清晰地记得初到美国留学所见所闻给我带来两个强烈感受，一是震撼，二是痛苦。震撼的是，一个国家原来可以这么富有！痛苦的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劳却那么贫穷？差距的原因何在，有人归结于科学技术，归结于李约瑟之谜。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制度和人才，此二者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必须高度重视的。这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从自然科学（物理、数学）向社会科学及其经济学学科进行学习研究的学科转向。
为此，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期间，我特意选了“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后因其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维茨教授（Leonid Hurwicz）作为指导教师。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末期国内外的一些风波及其他各种原因，使得我的回国梦被一再延宕。毕业之后，我留美任教并在较短的时间内相继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和正教授，获得终身教职，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留学北美的经济学家中在美国大学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第一个成为正教授的。尽管如此，我须臾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华儿女情，通过研究和推动中国经济制度的平稳转型，通过筹划和参与中国大学杰出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创新，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中国梦。
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平稳转型，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但是，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的干扰。1989年至1992年间，正值继关于真理标准的思想交锋之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关于计划和市场的第二次思想交锋，时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的我组织一批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现大多已回到国内）编写了一套14本，首次系统介绍市场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并于1993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丛书在国内首开出版由海外中国学者编撰大型成套通俗理论读物的先河，为国家坚定走市场经济道路提供了一些理论镜鉴。继而，我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内各种严肃的学术期刊以及一些在国内思想界有重要影响的阵地，陆续发表自己对于改革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和政策的评论与建议。
第三次思想交锋始于2004年，主要是关于改革方向的。一些学者将发展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归根于市场化改革，认为和谐社会和市场经济不兼容，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问题恰恰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够。对此，我在国内顶级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效率、公平与法治》中，用严密的经济学逻辑和丰富的实例论证了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效率、公平与法治的基石，并主张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发挥市场作用；实行依法治国，改善制度环境；保证机会均等，创造公平起点；继续产权改革，提高经济效率。胡锦涛总书记在当年“两会”上特别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为这次交锋划下句点。
我始终认为，我们每一个中国经济学研究者都应该有一份历史责任感，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发展保持关注，但同时也务须保持冷静和理性的头脑，在作政策性建议时要非常谨慎，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及各种约束条件，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及中国国学智慧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否则，在错误的方法论指导下开出错误的药方，不仅误导舆论、混淆视听，更加贻害国家和人民。
中国经济的制度转型和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动力转变，归根结底要靠人，靠人才。国家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其中最根本的是人才的竞争。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在贯彻邓小平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求上远远超过了中国教育。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受传统计划条件下办学体制惯性束缚的中国教育，愈益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制度转型和创新驱动的主要障碍。
于是，2004年我决定回国深度参与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发展，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实实在在做些事情，并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作为实现自己教育改革蓝图的试验田。不同于综合性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是一个学科门类集聚相对精致的学校。我们的谈敏校长和我都有这么一个勇气，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改革者、垫脚石和殉道者，认为改革即使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大局，相反如果成功了却可以摸索出一套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来，如同先行先试的深圳特区一样。但是，改革总归是要冒风险的，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所做的改革尝试会失败，而我也做好了当“尖刀连”牺牲的准备。
值得欣喜和欣慰的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遵循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办学内在规律，在学科建设、师资引进、人才培养、科研体制、人事制度、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创新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并形成了一整套内生性的长效机制。特别是我们的常任轨教职制度，这一旨在激励做高水平国际学术成果的与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Tenure体系接轨的制度，早在2005年就开始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进行试点探索，并于2007年在学校层面全面实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如今，我领导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过去几年中已引进53名优秀海归教师，凝聚和培养出一批以孙宁、陈庆池、冯帅章等为代表的世界级的青年经济学家，在包括《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等世界顶级和著名经济学期刊发表了论文近150篇，达到亚洲领先水平，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和震动。基于一流师资队伍的建设，最受惠的当然还是我们的学生，我们培养的毕业生无论是在做中国问题的研究、高层次的就业、升学和出国等各领域均具有独特竞争力，学生进入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深造，博士生到国内985高校任职的比例都明显提高，自主培养的一些博士生已具备了冲击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的研究实力。
我们的改革也形成了良好的影响效应、示范效应、凝聚效应和带动效应。如，继上海财经大学聘我任经济学院院长及随后聘黄明、谭国富、艾春荣、张欣、牛铭实、王能任其他学院院长之后，北京大学先后聘张维迎、蔡洪滨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聘钱颖一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聘周林任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西南财经大学聘甘犁任经济学院院长，厦门大学聘洪永淼任经济学院院长，一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被直接纳入体制内学术建制，发挥了改良体制机制土壤的作用。
又如，2005年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在国内高校中首开利用北美经济学家市场进行大规模、成建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先河，目前每年循此通道进行招聘的国内高校已达40多家，上海财经大学也荣幸入选中组部第三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创新平台”作为首创，在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的学科建设制度创新中也起到了引领作用，后者被写入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在这一筚路蓝缕的教育改革中，我奉献了自己的激情和汗水，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有着许多酸甜苦辣，但是无怨无悔，因为有一个信念一直在支撑着我，那就是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改革探索都是为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非常高兴的是，“千人计划”的实施，为我们广大海外游子更顺畅地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历史进程中，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我有幸入选成为中组部首批“千人计划”，这是荣誉，更是责任，我将鞠躬尽瘁，一往无前。
